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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南朝陵寝制度的两大取向 

付龙腾
1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南朝陵寝制度建设大致有师古与任己两大取向，这于不同方面均有表现。陵墓石刻方面，有明暗两

条线索表明其对汉晋文明进行了延袭，同时也以之为基础进行改造。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从前朝制度获取灵感，

并依丧葬观念的改变做出调整。壁画装饰方面，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于南朝初形成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

壁画，却因时代的发展而于南朝末衰落并最终被陵寝制度体系所扬弃。 

【关键词】：南朝 陵寝 石刻 墓葬形制 随葬品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 

【中图分类号】：K871.42【文献标识码】：Ａ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从未出现过断裂，但却绝对不是简单的历代叠加。这表现在制度建设方面，即是新制的建立势必要寻

求前代经验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在师古与任己之间进行取舍。对于此，《宋书·礼志》开宗明义提到：任己而不师古，

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
[1]
。对立于江左的南朝诸政权而言，如何处理二者之关系更显棘手。篡晋而立的刘

宋急需与前代划清界限，这就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任己而为；然而刘宋及后续政权又面临北方政权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军事，

也来自政治文化，应对后者就需要师古以彰显自身之正朔。 

南朝陵寝制度可谓上述局面的缩影。南朝的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墓葬装饰等不同领域，于师古、任己两端各有

取舍，这导致了各规制走向不同结局。因此，分析南朝陵寝制度所存在的师古与任己两大取向，可以为理解南朝政治文化之发

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对陵墓石刻的分析 

南朝陵墓石刻呈现高度制度化的状态。首先，陵墓石刻基本组合形成石兽、石柱、石碑各 1 对的基础模式。其次，石刻的

使用存在较为严格的等级区分。不同墓主所能使用石刻的种类、数量，是要大致依身份高低对基础模式进行增减；石兽分为有

角麒麟和无角辟邪[2]，使用者等级有明显界限——前者为皇帝专属，后者为王侯所用。萧梁时期，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这种等级规定形成的时间应该会更早一些，特别是考虑到齐代石兽已有了麒麟、辟邪之分。只是，宋、齐两代帝王对待

宗室的态度比较残忍，能够善终者为数甚少。因此即便有葬制上的规定，几乎也是只能停留在纸面。当然，后文将要涉及的陵

墓地下埋藏相关规制似乎也成熟于萧梁，多少也与此有关。 

陵墓石刻的渊源，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大致可分为外来说、本土说、本土起源兼受外来文化影响三类观点
[3]
。笔者也无

力定论陵墓石刻起源之初是否收到外来文明影响，但应当承认的是，考虑汉晋时期大量实物遗存与文献证据的存在，南朝陵墓

石刻的直接渊源在于汉晋文明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南朝陵墓石刻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时代风尚。因此，可以说

南朝陵墓石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师古与任己相结合的产物。这基本是学界共识。本文想要继续深入讨论的是，南朝陵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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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师古于前代的细节可能比学界过往所认知的要稍复杂些。 

本文认为，南朝陵墓石刻对前代的继承存在“明”“暗”两条线索。对汉晋地上石刻的直接沿袭是为明线。南朝陵墓神道

石刻的组合方式在东汉初步形成，并于西晋时期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南朝石刻的造型也与汉晋石刻有密切关联，同时又结

合当时文化环境进行了改造[4]。上述这些现象已为很多学者关注，此处不再重复论证。本文这里所要补充的是，从制度层面考察，

南朝陵墓石刻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使用者阶层的跃迁。汉晋时期，使用石刻的墓葬，墓主身份不会太高。《水经注》

所记东汉石刻墓主明确的有：桂阳太守赵越墓[5]、平阳侯相蔡昭墓[6]、弘农太守张伯雅墓[7]、太尉曹嵩墓[8]、太傅掾桥载墓[9]、太

尉桥玄墓[10]、安邑长尹俭墓[11]、汉阳亭侯蔡瑁墓[12]，以及包括司徒袁滂、蜀郡太守袁腾、博平令袁光在内的袁氏墓地[13]等；再

考察保留东汉石刻遗存较为集中的河南、四川、山东等地墓主明确者，有河南南阳宗资墓[14]、山东嘉祥武氏墓群[15]、四川雅安

高颐墓
[16]

等；文献与实物结合，基本可以认为使用石刻的墓主多为中高层官员或地方豪族
[17]

。到了魏晋时期，情况更为单纯，

由于最高统治者倡导“薄葬”，陵园地面设施高度简化，陵墓石刻自然只能在碑禁较为松弛之际为少数地方官员使用[18]。因此

可以说，石刻成为帝王陵墓规制是南朝对前代制度的改造。 

上述线索属于从“地上”到“地上”的直接沿袭，较易理解和接受。但是，南朝石刻对前代的沿袭还存在一条暗线，对这

条线索的把握则需要师心独运，打破陵墓体系中“地上”与“地下”的隔阂。在漫长的魏晋“碑禁”时代，石碑、石柱偶有出

现，但在后来南朝陵墓石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石兽却难寻踪迹。这也不难理解，如果说石碑、石柱出于标识墓葬的目的还可于

禁令外有所通融的话，齐巧雄伟的地面石兽实在难以找到借口。《南齐书》载“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19]，

恐怕孝武帝当时看到的也是汉代古物。这样，石兽的形象经历至少两百多年的空缺后，突然间横空出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姑且不说向来保守的丧葬礼制为何会对此高度容忍，单纯就工匠如何做到完美复古而言，已经难以解释，毕竟这绝对不是采访

几处古物就可以做到的。那么，是否有线索将这两百多年的空缺进行填补呢？日本学者菊地雅彦为笔者提示了一条合理的研究

路径。菊地雅彦指出，河南偃师杏园村 34号西晋墓出有兽形帐座，其兽头的造型和南京麒麟铺石兽兽头之间有密切继承关系
[20]
。

可惜，这样的例子似乎只有一条，检索两晋墓葬所出龙首、虎首帷帐座，兽头造型与之均差距较大。另外，该例子的存在只能

说明此种造型形式在汉代之后仍被人们了解，但帷帐座和陵墓石兽之间在丧葬观念上却没有明确联系。不过，菊地先生的研究

启发我们，两晋时期地下墓葬内出土的文物可能是连接东汉、南朝石兽的桥梁。笔者认为，最有可能起到这一作用的就是两晋

墓葬内的青瓷狮形器。对于这类器物的命名、功能，学界尚难达成一致，这里姑且使用仅客观描述其形状的青瓷狮形器这一命

名。观察两晋墓葬内部分青瓷狮形器的造型可以发现，其两侧饰有羽翼，周身装饰卷曲状圆涡纹，胸前饰有鬃毛，这些特征均

和南朝陵墓石刻有相似之处，参见图一中 1和 2的对比；甚至其眉部、尾部的造型也都与南朝石刻意匠相近，参见图一中 3和 4、

5和 6的对比[21]。目前所知青瓷狮形器，集中出现于南京地区与宁绍平原周边地区，北方地区也有所发现，但一般认为其产地均

在越窑。有学者结合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指出青瓷狮形器使用的下限至少到东晋中期[22]。当然也不排除未来考古材料的增多其

下限后移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结合青瓷狮形器在墓内的出土位置，有学者指出此类器物部分有驱邪避恶的作用
[23]

，曾布

川宽先生则指出南朝陵墓石兽有守护、辟邪的功能[24]。因此，狮形器和南朝陵墓石刻不仅在造型装饰方面有联系，功能性质上

亦有相通之处。当然，为了适应立于地上之用途，也为了满足孝武帝复现宏伟陵墓石刻的浪漫设想，工匠们将这种造型、装饰

风格的物质载体从瓷器转变为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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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青瓷狮形器与陵墓石刻造型的对比 

狮形器整体造型石麒麟整体造型狮形器头部石麒麟头部狮形器尾部 6.石麒麟尾部（1出土自浙江温州太平岭 2、6为丹阳胡

桥狮子湾石麒麟 3、5为山东邹城刘宝墓出土狮形器 4为丹阳胡桥仙塘湾石麒麟） 

结合上述现象，似可推断汉代与南朝石兽的传承之间存在这样一条暗线：随着地上石兽受到限制，人们将其造型应用到了

小巧的陶瓷器物上，这包括陶质帷帐座，更应包括集中出现于江南的青瓷狮形器，后者的使用至少要到东晋中期。至于刘宋中

期，孝武帝受襄阳石刻启发产生了恢复地面石兽的浪漫想法。工匠们则很有可能直接参考生产于南方，并曾在前朝长期流行的

青瓷狮形器的造型与装饰，转移其所在空间，转换其物质载体，最终制作出南朝陵墓石兽。并且，由于青瓷狮形器还和驱邪有

关，这种“地下”到“地上”的转换在丧葬观念上也较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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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西善桥油坊村墓平面形制 

二、对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分析 

经过历年的考古发掘，笔者搜集到如下一些属于帝陵级别的南朝大墓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处：位于今江苏丹阳地区的胡

桥仙塘湾墓（推定为齐景帝修安陵）[25]、胡桥吴家村墓（推定为齐和帝恭安陵）、建山金家村墓（推定为萧宝卷墓或齐明帝兴安

陵）[26]，位于今南京地区的西善桥油坊村墓（推定为陈宣帝显宁陵）[27]。新近发现的南京狮子冲 M1、M2，墓主分别被推定为昭

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28]，二墓虽非帝陵，但墓主身份较高，至少可部分反映同时代的帝陵面貌。上述墓葬在墓葬形制方

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反映了南朝帝陵规制存在一些一以贯之的内容，包括：第一，墓葬规模方面，砖室全长基本在 13米以上，

其中仙塘湾大墓与狮子冲 M1、M2都在 15米左右。第二，墓葬的平面形状均为墓壁外弧的长椭圆形（图二）。第三，墓葬设施方

面，墓室与墓坑之间多存在十条以上放射状的挡土墙，用以加固墓室；同时，墓葬前段的甬道内均设置有两道石门。需额外说

明的是，推测为显宁陵的油坊村大墓在大致具有上述特征的同时，砖室全长仅有 10米，墓室外侧的挡土墙也被省去，这或许说

明南朝陵寝规制在末期有所松弛。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南京甘家巷一带集中发现了一批萧梁宗王陵墓，其中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29]、桂阳王萧象墓[30]二墓

出有墓志，墓主明确。历代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和陵墓地望进行考证，又有以下墓葬被推定属于宗王陵墓：甘家巷 M6（推测墓主

为安成王萧秀）[31]、尧化门老米荡墓（推测墓主为南平王萧伟或吴平侯萧景）[32]、白龙山墓（推测墓主为临川王萧宏）[33]、蔡

家塘墓 M1（推测墓主为始兴王萧憺）[34]等。这些宗王墓葬与帝陵存在一定的共性，包括平面亦呈长椭圆形，甬道设有石门等。

但二者对比，可看出宗王与皇帝的葬制均存在明显的等级界限：第一，宗王墓全长多在 10米上下，规模小于帝陵。第二，与帝

陵甬道两道石门不同，宗王墓甬道只有一道石门。另外，宗王少见砖室外侧设置挡土墙者，少数例外如白龙山萧宏墓，是在墓

室后壁外部设有两道极短的挡土墙，仅略具其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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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吕家山李氏家族墓地 M1平面形制图 

由此，可以认为，南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宗王阶层在墓葬形制上形成了特点明确、等级鲜明的规制。若将这些规制与东晋

墓制对比，可窥见其于师古与任己两端之取舍。 

有学者认为，南朝帝王陵墓近椭圆形的长方形墓室来源于苏南地域传统，东晋时期大部分北来士族与帝王、皇族基本不使

用此类墓制；南朝帝王陵墓对此传统的采纳明显是对东晋的否定[35]。但若检索东晋士族墓，能够发现不少采用此种墓制的例子：

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地中的 M12（墓主温式之）墓室后壁微向外弧，M13左、右、后三壁均为向外弧[36]；南京吕家山东晋

李氏家族墓地 M1（墓主李缉）左、右、后三壁外弧（图三），M2 平面形状亦与前者接近[37]。这说明，墓壁外弧的平面长椭圆形

墓室也是为东晋上层葬制所容纳的，只是东晋时期墓壁外弧程度不及南朝明显，这几乎可视为同一墓型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差

异。因此，南朝采用此种墓形，大致还是不出东晋上层丧葬礼俗之范围。 

 

图四//石子岗 M5、小村 M1断代依据 M5M5︰72.M1 

1.石子岗 M5出土女俑（M5︰7)2.狮子冲 M1第一重石门叉手形制 3.千佛崖中大通二年龛叉手形制 4.小村 M1石门叉手形制 

至于甬道以墓门标识等级的做法，则是源自东晋葬制无疑，只是南朝时期将墓门材质由木质改为了石质。另外，东晋与南

朝的大型墓葬均见有设置挡土墙者，只是后者在力学结构上较前者更为合理，应该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改良后产生的。由此，

南朝陵墓在墓葬形制方面基本是在师古的基础之上行若干任己之举。 

随葬品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多数南朝大墓经过盗掘，随葬品组合已不完整，但仅就现有资料，仍能看出南朝陵墓

在随葬品方面与前代规制的关系，可对由分析墓葬形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补充。首先，南朝大墓最明显的特点是对石质品的使

用，其种类包括俑、马、帷帐座、镇墓兽、墓志等。这显然与东晋制度截然不同。但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种类的随葬品在东晋

墓葬中并不少见，只是材质非石质，而是陶质，包括陶俑、陶帷帐座、镇墓兽、砖质墓志等。有学者分析，南朝大规模使用石

制品是受到高句丽的影响[38]。事实上，汉文化的丧葬文明中是存在用石传统的。巫鸿先生认为，在汉代人们已经开始将石头用

于丧葬行为中，用以表达“永恒”的概念[39]。东晋时期，多种迹象表明，很多士人将安葬南方视为临时行为，北方故土才是心

心念念的长眠之地[40]。到了南朝，随着北伐无望，这种观点不再流行。墓葬内呈现更多代表“永恒”的石质元素，正是这种观

念转变，或刻意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墓葬制度。墓葬形制方面，将东晋时期的木门改为石门应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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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石子岗 M5“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砖使用情况 

其次，尽管数量已经比较少，但墓葬内所见陶器仍与前代有关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老米荡萧伟墓[41]内所出陶器器表均

有涂朱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晋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中可以看到，比如河南偃师枕头山 M4、M5内出土涂朱陶器碗、盘[42]，河南孟

津刘家井村西晋墓出土涂朱陶器耳杯、盘[43]等，应是具有特殊含义的礼制器物。东晋时期南京地区的富贵山东晋墓[44]、幕府山

东晋墓[45]、南大北园东晋墓[46]，所出陶盘、耳杯亦有涂朱现象。南朝陵墓葬制与两晋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总体上，南朝陵墓在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基本是在沿用两晋制度基础上而又有所损益，也就是在师古基础上又多有任己

之举。 

三、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的分析 

与陵墓石刻、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多少有师古之表现不同，南朝陵墓在墓葬装饰方面更多表现出任己的取向。这集中

体现在，南朝陵墓结束两晋时期墓葬装饰之低潮，开创独具时代特色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故学界常认定装饰“竹

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为南朝帝王陵墓的时代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已近乎常识的认知其实只是一个大概印象，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作为新兴的墓葬规制，其流行年代与适用阶层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西善桥宫山大墓是解决“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出现年代的关键材料[47]。该墓墓内南北两壁装饰该题材壁画，据题

记，南壁从前侧开始以此绘制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从前侧开始则绘制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对于该墓年代的

判定曾流行多种观点，且年代跨度较大。韦正先生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各项指标进行了逐一分析，指出该墓年代应在刘宋

中后期[48]。相比之下，这应该是最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从图像内容来看，一般认为宫山墓相关壁画最为完好地传达了粉本

原貌[49]。这至少也可旁证宫山墓的年代早于下文所述其他墓葬[50]。故而据现有材料，“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应至迟于刘宋

中晚期开始出现。宫山大墓的等级也值得讨论。虽然有学者推测其为刘宋帝陵，但该墓墓室全长只有 8.95米，甬道只设有一道

石门，级别明显低于帝陵，甚至不及一般宗王墓。故宫山大墓墓主身份不会太高，最多为王侯一级。由此可知，“竹林七贤与

荣启期”壁画产生之初，王侯一级的贵族成员是可以使用的。 

南齐是该形式壁画进入帝陵制度的重要阶段。推测为南齐帝陵的丹阳鹤仙坳墓、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三者墓壁均装饰“竹

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并且在甬道、墓室内加入了其他题材，包括甬道内的狮子与守门武士，墓室两壁的羽人戏龙、羽

人戏虎和由骑马武士、执戟侍卫、执伞盖侍从、骑马乐队组成的出行仪仗。图像保存较好的为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但二墓图

像均有部分构图散乱、题记错误的现象。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分析，基本形成下述共识：金家村墓与宫山大墓的部分墓砖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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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或是前者对后者进行了精细模仿、重新翻制；其余不同部分，则属于金家村墓自行补全[51]。吴家村墓“竹林七贤与荣启

期”图像则与宫山大墓内图像并无重合，应该是在参考金家村墓基础上重新制作了模具[52]。总体来看，南齐对刘宋时期出现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比较重视，对其进行了模仿与创新，并明确将其确立为帝陵规制的内容。 

萧梁时期的情况则略显复杂。南京地区所发现萧梁宗王墓均未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而是使用简单图案的

花纹砖，这或许令人怀疑萧梁时期该类壁画只有帝陵级别才可以使用。近年新发现的狮子冲 M1（墓主推测为昭明太子），墓内装

饰有该类壁画，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推测。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因故未清理到墓底，但 M1内的图像已呈现与宫山墓之间有

较大的差距，题记也有错乱，郑岩先生推测 M1当属重新制作模具，但所能依据的原始资源相当有限，仅在构图和人物动态上与

原作类似而已[53]。另外，M1墓壁还可见将模印图案的画像砖当作普通墓砖使用的现象。综合上述现象，狮子冲 M1在制作画像砖

时，人们对其图像原貌已不甚了解，使用也较为随意。 

南京市雨花台区内的石子岗 M5[54]、小村 M1[55]可进一步说明问题。简报将二墓年代均定在南朝中晚期。若考虑二墓内出有常

见于梁代中期以后墓葬的女侍俑[56]（图四︰1），再加上小村 M1 内石门叉手（图四︰4）与狮子冲 M1（图四︰2）、栖霞山千佛崖

中大通二年（530 年）龛[57]（图四︰3）等所见萧梁时期叉手造型一致，将二者年代明确在萧梁时期是问题不大的。这其中，石

子岗 M5 虽然使用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图像模印砖，但却将其与花纹砖混用，没能形成完整的画面（图五）。发掘简报认为：

该墓出有帝陵中才有的壁画砖，墓主应该是南朝中晚期宗室中级别较高的人物。壁画没能完整拼镶，可能与墓主下葬时间仓促

或其他变故有关。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信服。首先，该墓全长不足 9 米，甬道内未设置石门，平面形状非长椭圆，而是常见

于中型墓葬的凸字形。各种指标表明该墓墓主身份不会太高。第二，该墓墓前排水沟、墓室中砖砌棺床、墓壁直棂假窗与桃形

龛均修建完整，所谓下葬仓促仅仅表现在非一日之功的拼镶壁画的装砌上，实在太过诡异。笔者认为，该墓葬修建者偶然获取

了先前流行的模具或旧砖，但毕竟墓主身份不高，对于其拼镶方法、文化内涵恐怕知之甚少，才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再来

看小村 M1，该墓甬道内虽然设有石门，但据墓坑推测墓室全长也只在 9 米左右，级别同样不高。该墓只是在封门墙处出土 5 块

竹林七贤、龙、虎、狮子、天人题材的画像砖。可见小村 M1在修建时是偶然获得了几块模印砖而混在墓内罢了。 

帝陵级的狮子冲 M1仍然使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装饰墓壁，但已对这类题材的较早版本较为陌生，也不够重视。

石子岗 M5、小村 M1等级别不高的墓葬也可僭越使用该类装饰，甚至在对拼镶方法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潦草使用。顶层葬制的忽视

与下层葬制的僭越，充分说明流行于宋齐两代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在萧梁时期已名存实亡。 

下面笔者尝试解释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首先，这与齐梁易代之际的政策转向有关。中兴二年（502年），大司马萧衍下令：

凡东昏时浮费，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者，余皆禁绝[58]。这样规模宏大、工艺复杂的装饰，又与礼乐甲兵无关，自

属中兴二年所禁绝之“浮费”。宋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粉本、模具当受此打击，流传甚少，以至狮子冲 M1想要重新制作时

已很难获知其原貌。第二，这也与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有关。韦正先生曾论及，竹林七贤等墓室壁画的出现属于刘宋皇室为掩

饰出身自卑的附庸风雅之举[59]。另有学者指出此种做法也有笼络士族之意[60]。这些是南朝陵墓出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

壁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在齐梁之际，情景已大不相同，兰陵萧氏自身已有高度文化修养，呈现士族化趋势，士族也多乐意与

之合作[61]。由此，萧梁帝王已无需附庸风雅，也无需刻意笼络士族，故产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的特殊政治文化背

景已不复存在。 

至于陈代，油坊村大墓墓内仅在甬道内装饰狮子拼镶壁画，墓室内已不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这一装饰题材最终

退出了南朝帝王陵墓制度。 

总之，作为南朝陵寝制度任己而为的集中体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是刘宋始创的陵墓新规制，并在南齐得

到了发展。但毕竟产生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其在萧梁时期衰落，并最终结束于陈代。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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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陵寝制度建设大致有师古与任己两端。陵墓石刻方面，合理继承了汉晋制度并随时宜而改造，最终形成贯穿南朝的体

系，后又对隋唐文明有所影响。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从前朝制度获取灵感，并依丧葬观念的改变做出调整。这也使得相关

规制至少得以贯穿整个南朝。墓葬装饰方面，出于特殊政治心态任己而为，形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最终却只能随着

政治生态的变化而销声匿迹。 

从不同制度之结局不难看出，师古但不泥古，任己却不妄为，才是制度建设之不二法门。这对古今之政策制度制定当都有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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